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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内有残暴的封建统治，外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中国人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对内要完成民主革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对外要实现国家的富强抵御外来侵略。形成了各种各样基于民族自强的救亡图存方案，其中“教育救国”就是其中重要的思潮之一。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潮流，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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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内部涣散，外部侵蚀”，近代有识之士、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探索救国方略，而“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救国方案之一，并在近代形成一股规模宏大的潮流。近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教育领域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传统封建的教育方式处于快速解体阶段，而近代化、现代化的教育事业却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加上政治动荡不安、战争不断，政府没有经费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教育事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还被置于破败不堪的境地。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有识之士，企图在民族危亡的中国，通过投身于教育事业中，把自己的教育行动与对社会的改造、促进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

    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最开始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提出了“自强、求富”，维新派提出了“君主立宪”主张以及“戊戌变法”，以及后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无一不是希望在受到内外压迫的旧中国寻求一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些救国方案即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来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也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后世中国的发展、政局的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而“教育救国”思想也是其中重要的救国方案之一，与中国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是相一致的。

   “教育救国”思想发端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魏源的思想为“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启蒙作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教育救国”思想伴随着知识份子的觉醒而逐渐产生和丰富起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教育救国”思想开始日臻发展成熟起来，内容更加丰富、主张更加完善，“教育救国”的实践也在各地践行着。“教育救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是当今中国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一，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谓的“教育救国”，是希望通过各种途径达到普及西方式现代教育的目的，以此为基础来提高全体民众的素养而达到救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教育救国还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如以教育而实现自强求富、进而挽救国运等方面的内涵。近代主张“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列强的欺凌和国内严重的政治动荡，将新型教育看做是救国救民的无上法宝。教育救国思想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人对国内外形势普遍失望和不满，急于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出路，开始思考社会改造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也是由于各种西方现代理论、思潮涌入中国，知识份子阶层的自我觉醒。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范文澜、鲁迅、梁漱溟、张伯苓、肖楚女、叶圣陶、丰子恺、徐特立等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主张“教育救国”，虽然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和道路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即通过教育来拯救内外交困的中国。

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为近代化、现代化的新式教育制度奠定基础。蔡元培还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教科书运营方针转变的重要实践者、倡导者。他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致力于将教科书的编写、发行、运用规范化、普及化，他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当时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本土化、科学化的转变，将教科书真正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提出首先“职教救国”主张，他认为“谓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于道德问题、知识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惟一之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晏阳初，中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的先行者，怀揣教育救国梦，不断推进平民教育的发展。晏阳初将毕生的愿望融入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探讨晏阳初以教育救国为核心的教育实践，对当今我国民众教育的开展有重要启发，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建设学习型社会、凝聚民族正能量提供重要借鉴意义。

“教育救国”思想，完成了改革传统教育，实行现代教育的历史任务。他的影响也开始超出了教育事业的范畴，开始影响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今天，我们回顾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教育救国”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方法。其次，“教育救国”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是近代知识分子爱国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他们企图通过自己在教育行业的努力，改变中国民族危亡的局面。虽然单独发展教育是不能实现救国的，但是救国绝不能离开教育。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内，由于“教育救国论”事实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显得有些理想化。但是，总体而言“教育救国论”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也符合当时世界发展潮流，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建立民主共和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最后，从开始魏源提出“师夷制夷”的思想，对“教育救国论” 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时期，通过“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和实践，对当时的中国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推进了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发展，最终初步形成了新式学校教育系统。到民国初年，“教育救国论”更加成熟，基本完成了改变传统教育的历史任务，其内涵也逐渐超越了国家概念、超越政党主义和教会派别，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民族复兴大计。至今，“教育救国论”的某些合理理念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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